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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采用扎根理论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对 50 个回国创业者的田野调查

以及 325 份有效问卷进行了分析，调查了华侨华人回国创业时对中国本土的社会环境、商业环境和政

策环境的感知水平及其适应和发展情况；通过层次回归分析，发现这三种环境感知对其在中国市场适

应和发展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影响作用存在一些差异。基于上述调查研究结果，论文提出了相

应的对策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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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a field investigation on 50 start-up founders an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325 

informan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ise and fall of entrepreneurship among returned Chinese migrants, 

with a specific focus o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social and business environments including policy 

changes. It discovers the extent to which returnees’ knowledge may or may not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ir businesses. The research provides both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evidence to policy makers working 

on recruitment of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talents.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内市场环境不断向好，引燃了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的

热情，早期的“出国潮、留学热”逐渐向“归国潮、来华热”转变。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中国开始

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人才回流”和“人才环流”接纳国。以留学归国人员为例，回国人员占出国

总人数的比例在逐渐升高：2001 年该比例为 14%，［1］2014~2018 年则保持在 78%~79% 之间，2019 年

更是高达 82.49%。［2］近年来，国家的“一带一路”建设、海外人才引进政策、“侨梦苑”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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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等战略与政策，为华侨华人的回流创造了良好条件，进一步推动了华侨华

人回流创业的热潮。

移民回流研究越来越得到学界的重视。［3］学者们在关注移民跨国和跨地区流动的同时，也更加

关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人地互动及其动态复杂的嵌入过程。［4］尽管如此，目前关于移民回流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外来移民对发达国家的影响方面，［5］移民的创业活动在“主流”创业研究中似乎并不突出。

关于华侨华人回流的研究，现阶段的研究大多数以定性研究为主，探究其对中国经济［6］、文化［7］、社

会发展［8］等领域的贡献，聚焦于华侨华人群体回流创业研究的成果依然有限。

创业活动的开展需要一定的环境支持，良好的创业环境能够调动创业者的热情和积极性，激发

他们的创造活力。创业环境感知是创业个体对创业环境是否有利于创业活动的主观判断，［9］以此形

成对所需资源可获取程度的主观感受和创业机会的认知处理过程。华侨华人从住在国回到中国创业

发展，最关注的问题便是新创企业的环境适应性和发展可能性。已有研究发现，创业环境包括基于

社会关系基础和文化习俗的社会环境，也包括基于经济和市场属性的商业环境，以及基于政治体制

和法律法规的政策环境。［10］创业者对于上述环境的感知差异，将直接导致不同的创业行为反应和结

果。华侨华人回流创业，必然面临着住在国与祖籍国在社会文化、商业规则和政治法律制度等方面

的客观差异所带来的挑战。

面对中国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回流创业的华侨华人必须通过“再嵌入”中国本土的各种网络

关系去提升自身对创业环境的机会感知以及资源的捕捉与利用。［11］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关系型”社

会，［12］网络关系可以提供难以模仿的竞争优势。根据社会资本理论和混合嵌入理论，社会、商业和

政治三个维度的网络关系在新创企业对新市场的适应与发展中起到关键的影响作用。［13］目前，华侨

华人的本土三维网络关系（社会、商业、政治）对其回流创业的市场适应与发展的内在影响作用仍

然是个“黑箱”，亟待进一步探索和研究。本文综合采用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方法，调查回流创业的

华侨华人对中国本土社会关系、商业关系、政府关系三个方面创业环境的感知水平，并在此基础上

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资料收集与研究方法

华侨华人回流创业是国际移民回流与创业管理的交叉学科，鉴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本文采用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第一阶段是基于田野调查法的定性研究，第二阶段是基于实证

分析的定量研究，以期深入细致地探究华侨华人回流创业的环境感知及其适应与发展等情况。

（一）田野调查与定性分析
本研究的田野调查时间集中于 2021 年 9 月到 2022 年 6 月间，调查方式主要为半结构式深入访

谈和实地考察。为保证调研对象符合研究要求，并获得更多的样本和调查支持，我们特别请求了山

东、浙江、福建等地的统战部和侨商联合会给予帮助。访谈和实地考察内容主要包含回流创业原因、

从事行业、经营状况等基本情况，回流创业过程中对国内市场的适应和发展情况及其可能的影响因

素，向政府所求助过的困难和挑战以及各级政府推出的针对性政策。在首次访谈后，调研团队对部

分回流创业者进行了多次回访和持续跟踪调查，并对其在国内创办的企业进行实地考察，同时不定

期参与企业的正式或非正式活动，实现参与式观察。此外，对部分调研企业的多部门负责人也进行

深度访谈，获取大量有效信息。

通过深度访谈和实地考察的形式收集第一手资料，结合受访者的履历等二手数据，课题组对数

据进行收集、分析、编码和比较。［14］课题组共访谈 50 个调研对象，其中各地统战部门负责人 6 名、

回流创业者 44 名（包括侨商会或海外同乡会会长 5 名）。每次访谈时间在 60~120 分钟，访谈结束后

及时对访谈内容进行整理编辑，共得到约 25 万字的文字资料。本文根据扎根理论逐级编码的方法对

理论抽样数据进行处理（见图 1），并在已有的访谈资料上构建理论，进一步展开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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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扎根理论的逐级编码方法

（二）问卷调查与量化分析
课题组通过对相关领域的实证研究文献梳理，发现上述质性研究的结果与学术界已有实证研究

中的相关变量具有一致性。因此，我们借鉴相关变量的成熟量表进一步设计调查问卷，对上述理论

建构进一步进行定量研究和验证。问卷内容除了回流创业者的年龄、学历、回流创业时间、创业所

在地区等基本情况外，主要包括受访者回流创业的市场适应与发展情况，在中国的社会环境感知、

商业环境感知和政策环境感知等主体内容。问卷主体内容的测量采用李克特 5 分量表设计：1 表示

不同意，2 表示比较不同意，3 表示中立，4 表示比较同意，5 表示非常同意，请受访者衡量各问

题描述和自身客观情况的符合程度进行作答。关于“社会环境感知和商业环境感知”的测量，主要

借鉴解学梅和王宏伟的研究成果，［15］从网络关系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综合测量受访者对其在中国

本土的社会关系、商业关系的评价，分别包含 7 个问题；A关于“政策环境感知”的测量则主要借

鉴蔡莉等人的研究成果，［16］让受访者从政府的政策支持、资金支持和其他创业帮助等方面进行综

合评价，包含 5 个题项；关于回流创业的华侨华人对中国市场的适应和发展，主要借鉴韩晨等人的

研究成果，［17］从企业利用资源和探索市场等方面来测量市场适应和市场发展情况，分别包含 3 个

题项。

在华侨大学海外校友会、多位侨领以及厦门、泉州、济南、青岛、温州和青田等地统战部和侨

商联合会的帮助下，2022 年 7 —9 月，我们向 500 位符合要求的回流创业者发送了正式调查问卷的链

接，并详细说明调查目的和答卷要求。最后 385 位回流创业者成功提交问卷，其中有效问卷 325 份。

问卷样本的基本情况详见表 1。

问卷回收后，课题组通过 SPSS 和 AMOS 统计分析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正态分布检验、量表的信

效度检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层次回归分析，了解华侨华人回流创业的适应与发展、各类环境感知

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探究各类环境感知对其回流创业适应与发展的影响作用。

A	根据现有成熟量表和田野调查结果，关于本土社会、商业网络关系的测量主要分为两个维度（广度、深

度）进行测量，在后续的探索性因子分析中，社会环境感知和商业环境感知的测量题项也拟合成两个不同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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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N=325）

样本特征
测量
项目

频数 比例 样本特征
测量
项目

频数 比例

企业规模

100 人及以下 147 45.2%

创业
所在地区

广东省 96 29.5%

101-300 人 79 24.3% 福建省 41 12.6%

301-500 人 54 16.6% 上海市 23 7.1%

501-1000 人 31 9.5% 浙江省 22 6.8%

1001 人及以上 14 4.4% 江苏省 18 5.5%

其他 125 38.5%

性别
男 221 68%

创业者
受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 11 3.4%

女 104 32% 大专 33 10.2%

本科 215 66.2%

行业类型

制造业 114 35.1% 硕士 56 17.2%

服务贸易 100 30.8% 博士 10 3.0%

科技 35 10.8%

创业者年龄

30 岁以下 58 17.8%

金融 / 地产 21 6.5% 30 岁 -39 岁 170 52.3%

文化体育和娱乐 32 9.8% 40 岁 -49 岁 65 20.0%

其他 23 7.0% 50 岁及以上 32 9.9%

注：问卷抽样调查主要通过多场海外华商座谈会以及相关领导的介绍和转发获得，座谈会由厦门、泉州、

济南、青岛、温州和青田等地的统战部侨务部门和侨商联合会独立或协作组织。

二、调查与结果分析

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调查和分析基础上，课题组调查了华侨华人回国创业后的适应发展情况

与环境感知水平。下面分三个方面分别进行介绍：一是华侨华人回国创业的适应发展情况；二是华

侨华人对中国本土的社会环境、商业环境和政策环境的感知水平；三是三种环境感知对华侨华人回

流创业适应和发展影响的共性与差别。

（一）华侨华人回流创业的适应与发展情况
华侨华人从住在国回到中国创业，最关键的问题便是新创企业对新市场环境的适应与发展。回

流创业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发展过程，创业者不仅需要合理利用和配置自身资源和能力，也需要不断

探索和整合外部机会与力量，方能帮助自身在新市场快速适应与发展。［18］一方面，华侨华人需要充

分利用已掌握的经验、信息、知识和技术等融入中国本土市场，适应本土市场的需求和规则，以确

保实现盈利，即中国本土市场的适应能力。［19］另一方面，他们还需要不断探索新的领域、信息、知

识等来开拓更为广阔的商业版图，创造新产品、新领域等来满足新市场需求，即中国本土市场的发

展能力。［20］因此，本文通过调查回流创业者在中国市场的这两种能力水平，以反映他们的市场适应

和发展现状。调查结果表明：图 2 中回流创业者在国内的市场发展情况的评价均值为 3.52，市场适应

情况的评价均值为 4.05，评价值均大于中立值 3，这说明华侨华人回流创业的市场适应和发展情况整

体都是较好的。通过均值方差分析检验发现，市场适应情况的评价值均显著大于市场发展情况的评

价值，也就是说创业者对于已有资源的应用能力即市场适应水平，明显强于开拓新资源的能力即市

场发展水平（详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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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华侨华人回流创业的本土市场适应和市场发展水平

通过访谈发现，大多数回流创业的华侨华人都会携带一定的资金、信息、技术、经验等创业资

源，他们回流的创业活动都是基于已有资源开始的。他们积极利用企业已有的资源来提升市场适应

性，进而保证本土的市场占有。随着营运活动的持续进行，企业逐步扩充商业版图，选择发展、应

用全新的资源来帮助企业进一步拓展市场，进而稳固和提升市场地位。这一调研结果，与课题组在

济南侨梦苑的实地考察发现相一致。在我们走访济南侨梦苑时，相关负责人介绍：

济南侨梦苑自 2017 年 12 月批复成立以来，先后促成德迈工业打印机小镇、中芯光电、

美核电气等重大签约落地项目 240 多个，总投资 435 亿元，其中大部分项目都是华侨华人

将海外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引进中国，很多都是他们海外项目和技术在中国的复制创业。他

们首先追求的是这些海外项目和技术被中国市场所接受，成功落地后再进一步针对中国新

需求开拓新的市场领域。［21］

（二）华侨华人回流创业的环境感知情况
创业环境感知是创业个体对创业环境是否有利于创业活动的主观判断，以此形成所需资源可获

取程度的主观感受和创业机会的认知处理过程。［22］基于上述田野调查和访谈记录的编码结果发现，

回流创业过程中，华侨华人的资源获取、市场深入等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依赖于所积累的各种网络关

系。回流创业者为了新创企业在中国顺利落地，他们会通过混合嵌入中国本土社会关系、商业关系

和政策环境等方式，提升自身对中国本土创业环境的感知水平，从而提升对中国本土创业机会的识

别、开发和把握能力。因此，本文通过调查回流创业的华侨华人对中国本土的社会网络、商业网络

和政策环境的主观接受和认知处理情况，来了解华侨华人回流创业的环境感知情况。

1. 社会环境感知

中国社会中运用“关系”来获取信息和资源，是一种不可忽视的非正式途径，身边的亲属关系

是华侨华人回国了解中国本土创业环境的重要渠道。以 2016 年从澳洲回流创业的华人段先生为例。

他早年因学业前往澳大利亚进行深造并进行第一次创业，主要从事房屋建筑行业，随后同步创建了

家居品牌。后因对中国人工成本和市场环境看好，他在 2016 年决定回国进行二次创业，将澳洲的家

居项目带回国内发展。在我们的访谈中，段先生回忆道：

刚决定回国时，对国内市场环境不熟悉，遇到很多困难，这边亲戚朋友在我们回国创

业初期提供了很多帮助。当时回国创业选址时，福建这边的亲戚就主动帮忙，我们现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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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其实就是一个本地亲戚的厂房免费提供给我们用的，解决了我们回国建厂的第一大难

题。［23］

大多华侨华人虽然长时间生活在异乡，但由于地缘、血缘和亲缘的关系，在国内仍然会保有一

定的人脉关系。本文主要通过“社会关系的地域范围、数量、相互信任度、稳固性、沟通频率、信

息资源有用性和帮忙解决问题”七个方面来衡量华侨华人对中国本土的社会环境感知水平。调查结

果表明：华侨华人对中国本土社会环境虽整体感知水平较高（评价均值为 3.87），但在不同维度的感

知水平呈现出一定差异（详见图 3）：首先，华侨华人对中国本土社会关系广度（地域分布和数量）

的感知水平整体上显著弱于关系深度（信任度、稳固性等），广度的整体评价均值为 3.54，深度的整

体评价均值为 4.11，方差检验表明这两个均值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可以看出，长时间的异乡生活使

华侨华人与国内相关群体的互动更多是局限于宗族、亲友之间，社会关系的地域广度相对比较有限。

其次，回流创业的华侨华人与中国本土的亲戚、朋友之间的信任度（评价均值为 4.18）、关系稳固性

（评价均值为 4.12）、沟通频率（评价均值为 4.20）、帮忙解决问题（评价均值为 4.15）等方面的感知

水平较高。地缘、血缘和亲缘观念一直是华侨华人彼此联系和合作的重要桥梁，文化认同感、亲情

观念归属感使得彼此更加聚合，善结私情。［24］但是，从调研结果也显示，社会网络中的信息资源有

用性（评价均值为 3.93），通过均值方差检验A发现显著低于另外四个方面，说明亲戚、朋友关系虽

提供了大量资源信息，但缺乏专业性，对于创业活动的针对性偏弱。

图 3　华侨华人回流创业的本土社会环境感知

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40 岁以下（包含 40 岁）的华侨华人对于本土社会环境的感知（评价均

值为 4.03）明显强于 40 岁以上的华侨华人（评价均值为 3.72）（见图 4）。年轻的华侨华人出生在

国内环境向好、中国经济和政治地位不断提升的背景之下，大多因深造发展前往海外。他们与国

内联系变得便捷，不论是趋利抑或是趋情，他们都十分愿意深化与国内的联系，了解本土社会环

境。然而，40 岁以上的华侨华人出生于中国社会环境不太好的背景下，因形势所迫与国内几乎断

了联系，在海外立足发展。长时间的本土关系“脱嵌”造成他们对国内的社会环境感知产生一定的

脱节。

A	本文后续的“均值对比”都采用方差分析检验，篇幅所限，不再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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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年龄段群体的本土社会环境感知差异

上述调研结果在课题组对回国创业者的深度访谈中也有同样发现。以浙江温州籍的华侨余先生

为例。他早年去往意大利谋生，追随已在当地扎根二十几年的叔叔从事鞋业贸易，之后成立了自己

的贸易公司，并将商业版图拓展到西班牙，随着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便萌生了回国创建自己的生

产制造基地的想法。

当我把想回国创建生产基地的想法告诉叔叔的时候，他十分反对。他觉得离开中国太

久了，对国内环境和人际关系都已经十分陌生，很难融入。但我认为贸易领域的利润空间

已经被挤压得很有限，必须要往生产端延伸，才能找到新的利润点。我刚回国的时候，只认

识家族的亲戚和初中的同学。虽然在我遇到困难时，亲戚和同学都会鼎力支持，但还是因为

我圈子太小的原因，在国内工厂的审批、招工和资金筹措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阻碍。［25］

2. 商业环境感知

华侨华人回流创业最主要的目的是创造新的财富增长点，而这需要嵌入本土的商业网络关系，

建立获取市场信息、知识技能和经营资源的来源以及向市场提供服务、销售商品的渠道。基于商业

往来关系所获得的信息、知识、技术资源以及所处的市场环境而产生的主观感受，创业者根据所得

到的资源进行选择整合处理，最终影响其在中国本土的创业行为。

以下同样通过“商业关系的地域范围、数量、相互信任度、稳固性、沟通频率、信息资源有用

性和帮忙解决问题”七个方面，来衡量他们对中国本土的商业环境感知水平。华侨华人对中国本土

的商业环境感知，虽然整体感知强度较强（评价均值 3.9），但仍存在差异化表现（见图 5）：第一，

华侨华人所感知到的商业关系广度（地域分布和数量）整体上显著弱于关系深度（信任度、稳固性

等），广度的整体评价均值为 3.58，深度的整体评价均值为 4.11。在访谈中，大多回流创业者都表示，

由于长期在异国他乡生活，他们的商业活动大多在海外，与国内企业进行合作具有一定的距离障碍，

回国后所能感知到的商业关系数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二，华侨华人与本土的商业伙伴之间关系

的稳固性（评价均值 4.14）、沟通的频率（评价均值为 4.22）、信息资源有用性（评价均值为 4.14）

和帮忙解决问题（评价均值为 4.12）这四个方面的感知水平较高。商业伙伴之间为利益共同体，有

趋于一致的经济目标将彼此黏合在一起，需要彼此的信息沟通和帮助共同促进利益增长。第三，在

商业网络关系深度这一维度，相互信任度的感知水平（评价均值为 3.94）显著弱于上述四个方面（评

价均值均高于 4）。关于这一现象，从事母婴用品生产和进出口贸易的泉州菲律宾华侨陈先生也表达

了同样的看法：

回国创业这几年，我们与当地许多供应商和经销商也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 , 但毕

竟商业关系的建立是基于利益基础的，彼此之间存在博弈和权衡，合作伙伴在互帮互助的

同时，主要也是聚焦于自身的利润点，又要构建自身竞争优势，彼此间的信任度相对会比

较有限。［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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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华侨华人回流创业的本土商业环境感知差异

在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华侨华人回流创业者作为国内外产业链和创新链的重要衔接主体，回流

创业的行业选择越来越受到国内的重视，对于国内市场产业变革和市场活跃度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不同行业的商业基础是不同的，不同行业对于市场上的要素获取的需求存在差异。［27］通过将回流创

业者的行业选择和商业环境感知进一步做分类分析，我们发现，不同行业的创业者对商业环境的感

知需求和感知情况也存在一定差异（见图 6）：其一，从事金融 / 地产行业（评价均值为 4.21）、科技

行业（评价均值为 4.12）的回流创业者对本土商业环境的感知水平高。这两个行业的进入壁垒比较

高，需要雄厚的资金支持和前端的技术保障，一般仅仅依靠回流创业者自身难以顺利开展创业活动，

更加重视和需要本土商业关系之间的沟通和帮助，对商业环境的主观感知度较高。其二，从事制造

行业（评价均值为 3.99），服务贸易行业（评价均值为 3.98），文化、体育和娱乐行业（评价均值为

3.85）以及其他行业的华侨华人对本土商业环境的感知水平较上述两个行业稍弱一些。从事这几个行

业的回流创业者更多地是基于自身资源、优势或是从海外带回的经验等进行创业，可以依靠自身能

力完成重要的创业活动。企业虽需要借助本土的商业合作伙伴来了解市场，但是网络关系的嵌入性

没有金融、科技行业那么强。

图 6　不同行业类型的本土商业环境感知差异

3. 政策环境感知

2015 年，国务院侨办推动实施“万侨创新”行动，积极搭建创业平台，提供创业政策和资金保

障，为华侨华人的回流创造了良好条件。“一带一路”建设、“侨梦苑”项目建设等更是推动华侨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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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流创业掀起了新浪潮，短期内规模和体量实现了量级跨越。然而，国家的政策制度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近年来，相关回流政策不再是原来的“全盘接收”，而是更加具

有针对性，以帮助国内产业顺利转型。福建省晋江市是全国著名侨乡，海外有数百万的华侨华人，涉

及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关于华侨华人回流创业的优惠政策情况，我们专门前往福建晋江统战部进行了

访谈。相关负责人谈道：“现在的中国市场面对侨胞的优惠政策没有改革开放初期力度大，慢慢与民营

企业持平。晋江现在用家乡情怀吸引人，倡导以人留人，政策方面更注重高层次技术人才引进。”［28］

国家政策对于创业者的创业行为影响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29］国家除了通过鼓励华侨华

人回流创业政策来赋予其创业活动合法性，还通过政策影响市场动向，创造创业机会来影响创业者

的创业决策。［30］回国创业者对国内政策的获知、理解、运用等一系列活动，对相关政策产生主观认

识，影响其创业行为。［31］政策实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华侨华人受到回流创业鼓舞，去解读、运用相

关政策，回流创业者对政策的感知说明了其对政策的解读和运用程度。因此，本文从“政府有特殊

的鼓励政策、帮助创办新企业、资助新企业、提供订单、创业失败帮助重新开始”这五个方面来衡

量华侨华人对本土的政策环境感知水平。调查结果表明，整体上，华侨华人感知到了政策带来的创业支

持（评价均值为 3.63），但是政策为创业活动提供的支持也存在着差异（详见图 7）：一方面，特殊的鼓

励创业政策（评价均值为 3.93）、资金支持帮助创建新企业的政策（评价均值为 3.76）以及其他帮助华

侨华人回流创办企业的政策（评价均值为 3.71）具有较高的感知水平。另一方面，政府为新创企业提供

订单（评价均值为 3.46）和帮助创业初期失败的企业重新开始（评价均值为 3.28）的相关政策的感知水

平与上述三个方面相比显著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相较于帮助创建企业的政策，政府对于创立后

的后续发展帮扶政策缺乏关注。许多接受访谈的回流创业者都表示，他们回来的时候确实得到了一定的

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持，企业得以顺利落地。但在参与本土市场竞争中，他们存在一定的水土不服，对国

内的政策规则和机构的办事流程存在认知缺失，导致获取订单失败，甚至是创业失败。［32］

图 7　华侨华人回流创业的本土政策环境感知差异

随着我国供给侧改革和产业升级的不断推进，招商引资政策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全方位”引进

逐步向“高新技术产业和高层次人才”引进倾斜转变。华侨华人面临同样的政策环境。因此，需要

依据自身的解读能力去主动探索，才可能让政策支持效用最大化。而创业者的文化教育水平一定程

度上影响着创业者的学习能力，对其政策解读能力产生影响（见图 8）。本文进一步分类分析发现，

回流创业者的文化教育程度越高，其对本土政策环境感知水平越高（本土政策环境感知的评价均值

从高中及以下的 3.65 上升至博士及以上的 4.34）。不同教育背景下的回流创业者，在知识的获取和应

用能力方面存在差异，对政策的感知水平和效用发挥势必也会有所不同。［33］一方面，文化教育程度

高的创业者往往接受过更为系统的理论教育，他们的学习能力更强，对政策的文字解读能力具有积

极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更加主动接受创业实践教育或者政府部门的政策解读宣讲等，不断丰富

创业知识，弥补其创业技能的不足，更能加深对政策的应用理解。这一调查结果在我们课题组对山

东省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留德博士尹先生的访谈中有同样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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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公司专注于减震降噪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填补多项国内技术空白。我们只做国家

需要的技术开发工程，完成各类振动控制工程一万余项，包括国家大剧院、港珠澳大桥、

虎门大桥、青岛胶东国际机场等，多次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奖。［34］

图 8　不同教育背景下本土政策环境感知差异

（三）环境感知对华侨华人回流创业适应与发展的影响
基于上述调查和分析结果，本节对问卷数据进行了层次回归分析，继续探讨三种环境感知对回

流创业适应与发展的影响。首先，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正态分布检验和量表的信效度检验，结果表

明，325 个有效样本数据指标符合正态分布特征；所有变量的信度检验指标 Cronbach’s α 均大于

0.8，符合信度检验标准；模型拟合度良好。其中在探索式因子分析中，社会、商业环境感知的测

量题项分别拟合成两个不同因子，分别是广度和深度（正如图 3 和图 5 所示）；政策环境感知五个

题项拟合成一个因子；在验证性因子分析中，七因子模型（5 个自变量和 2 个因变量）的拟合指标

（X2/df 为 1.796，CFI 为 0.959，IFI 为 0.959，TLI 为 0.953，RMR 为 0.078，RMSEA 为 0.051）最高

且均达到拟合标准，说明这七个构念具有较高的区分效度，整体研究模型与数据的拟合度良好。通

过上述检验确保调查数据适合做层次回归分析后，本文采用 SPSS 26.0 进行层次回归，数据整理如

表 2 所示。

表 2　层次回归分析结果

因变量　　
　自变量

华侨华人回流创业

市场适应 市场发展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1 模型 2

行业 0.08 0.09

受教育程度 0.05 0.10

企业规模 0.07 0.06

社会环境感知——广度 0.15** 0.37***

社会环境感知——深度 0.35*** 0.22***

商业环境感知——广度 0.26*** 0.48***

商业环境感知——深度 0.56*** 0.28***

政策环境感知 0.32*** 0.36***

注：n = 325；***p< 0.01，** p< 0.05 ，* p<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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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的数据分析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1）三种环境感知对华侨华人回流创业的适应与发展均存在正向影响作用A

首先，华侨华人回流创业后，中国本土的社会关系不仅满足了华侨华人的情感归属，也成为他

们回流创业的特殊社会资本，［35］这为华侨华人进入中国市场和进军新市场提供了重要帮助。基于地

缘关系的社会关系成员之间存在民族文化的情感共鸣，大大满足了华侨华人对中国本土乡情的需要。

相同的文化和语言背景消除了归国生活的文化不适感，促进对中国本土社会环境的认知和理解，帮

助其扎根于国内，进而提升企业的市场适应性。回流创业者不仅可以从社会关系中获取高质量的可

靠信息，还能借助原有的社会资本进行关系网络的有效扩张，为未来进入新市场领域奠定基础。

其次，相较于社会环境感知对回流创业的积极影响，商业环境感知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商业

环境感知的形成不仅仅是基于当前所处的市场环境，更会受到商业关系往来的影响，频繁的交流更

有利于创业者对市场信息的获取。［36］通过与本土商业网络建立的合作关系，创业者及时获取本土市

场的最新信息和顾客需求，了解本土商业环境，有针对地改变自身创业行为，提高创业企业的市场

适应性。通过多渠道获取市场信息，企业获得到更多异质性资源［37］或者更深层次的同质性资源，［38］

这些都有利于企业对当前市场的挖掘和对新领域的开拓。

最后，在归国创业情境下，政府的力量不容小觑。国家政策的实施直接影响着市场动向，政府

可以通过提供具体的支持资源，不断优化华侨华人的创业方向和营造积极的创业氛围以激发其创业

激情，进而帮助企业更快落地。政策为回流创业者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或土地使用，使其降低新创

企业初期适应新市场的创业成本，更快地发挥出企业自身的优势和能力。同时，政策有助于锚定市

场方向，更具有前瞻性的市场信息帮助华侨华人尽早落户本土，适应本土市场。此外，华侨华人与

政策的紧密交流可以提升其自身的信誉度，使得企业获得潜在投资者的信任，［39］促进企业后续的市

场发展。

（2）对于回流创业市场适应与发展，社会和商业环境感知的深度和广度两个维度呈现差异化影

响作用

参照周郴保等人的系数差异检验方法，［40］发现模型 2 中的回归系数相互间存在显著差异。从表

2 中模型 2 的回归系数结果可以看出，就华侨华人回流创业的市场适应而言，“社会环境感知——广

度”（回归系数 0.15）和“商业环境感知——广度”（回归系数 0.26）显著小于“社会环境感知——

深度”（回归系数 0.35）和“商业环境感知——深度”（回归系数 0.56）。这说明社会和商业环境感知

（深度）对回流创业市场适应的积极影响比广度更大。回流创业初期，面对新的市场环境，华侨华人

最先就是要站稳脚跟，将优势发挥出来。本土网络关系越深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本土的人脉关系与

回流创业者之间的联结越为牢固，这种强关系更愿意为其提供前期帮助。并且，深厚的感情基础更

容易使得彼此之间不计成本地去提供创业支持，尽快帮助新创企业适应市场，发挥手中的优势资源。

相反，就华侨华人回流创业的市场发展而言，“社会环境感知——广度”（回归系数 0.37）和“商

业环境感知——广度”（回归系数 0.48）显著大于“社会环境感知——深度”（回归系数 0.22）和“商

业环境感知——深度”（回归系数 0.28）。这说明社会和商业环境感知（广度）对回流创业市场发展

的积极影响比深度更大。企业回流创业的进一步发展可能是商业合作伙伴数量的增加，或是规模的

扩大，或是新市场的开拓。此时，企业的发展需要建立更多的关系，本土网络关系的广度发挥出更

为重要的“桥梁作用”，帮助华侨华人与更多商业合作伙伴进行联结，建立更为广泛的网络关系，发

展新的市场。

A	表 2 中各个环境感知的回归系数均为正，说明各个环境感知对因变量都存在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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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本文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对华侨华人回流创业的社会环境、商业环境和政

策环境的感知情况进行调查，并了解其在中国市场的适应与发展情况。研究发现，回流创业的华侨

华人善于借助本土的商业和社会网络关系获取创业信息与资源，迅速适应中国本土市场，但其关系

网络的广度仍较为有限，地缘、血缘和亲缘的关系特征明显，导致其中国市场的发展与开拓速度较

慢。尽管我国已经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吸引华侨华人回流创业，但对创业后的持续性关注略显不

足，回流创业者对国内的政治环境、政策规则和机构的办事流程等方面的感知水平也有待提升。本

文通过调查，分析华侨华人回流后对本土社会、商业和政治环境的感知情况及其差异化影响作用，

不仅丰富了移民回流的相关研究，对于移民回流后的“再适应”和“再发展”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

视角，也为华侨华人回流中国的“再嵌入”实践和国家的政策引导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有助于提

升华侨华人回国创业体验和成功率，促使更多华侨华人投身中国梦，为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发挥更

大的作用。

华侨华人群体回国创业不仅仅是自身精神和发展的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短板，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助力。基于上述调查研究结果，本文建议，我国政府在

继续深入开展“双招双引”工作的同时，加强全国经济一盘棋的发展观念，统筹规划侨乡经济与全

国经济的协同发展；加强对地方政府的宏观引导，积极促进不同地区的大型华侨华人社团、不同省

份的领先企业与回流创业的华侨华人之间的相互交流，为回流创业的华侨华人搭建更多跨区域的商

业、社会和政治关联平台，帮助其挖掘出更多优质的创业机会，激发全国范围的资源流动效率和市

场活力；充分听取回流创业者的发展诉求和意见建议，大力营造高效便捷的政务环境，建立“一站

式、限时制”的服务平台，为回流创业者解决在企业创建、生产和经营等全过程中面临的实际困难，

提高相关政策的理解度和执行度。营商环境和政务体系的优化，不仅能有效提升华侨华人回国创业

的体验和成功率，也有助于中国实力的海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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